
发现他们不仅是在写作上、思想上影响了我，甚至
还影响我的人生态度。后来我慢慢地开始发现，
我自己写下来的作品，包括像福贵和许三观这样

的人，他们也在影响我的人生态度”( 洪治纲《余
华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21
页) 。汪晖在《我能否相信自己·序》中说:“在当
代中国作家中，我还很少见到有作家像余华这样

以一个职业小说家的态度精心研究小说的技巧、
激情和它们的创造的现实。他谈论了福克纳、海
明威、博尔赫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布尔加科
夫、卡夫卡、舒尔茨、莫言等众多作家，却能够用同
情的态度进入他们的风格迥异甚至对立的写作，

这就是我在下文将要谈到的一个关心写作过程的

作家的虚无的内心”(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
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年，第 15 页) 。卡夫卡
越来越让余华深深感受到自己与现实之间的紧张

关系，实质上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是作家的

自我真实世界、非理性精神意识与既定的价值体
系、既定的逻辑秩序的矛盾冲突，根源在于作家对
人的深度思考，对人的本质的探寻。三岛由纪夫
关于暴力与鲜血的叙事、关于生活中的恶与精神
界的恶的区分对余华产生启发，余华的幻觉世界

体现了暴力与鲜血叙事，体现了精神界之恶的视

觉化。余华从外国作家身上全面吸收营养，不仅
是写作技巧，而且是思想，是精神养料。他认为米
兰·昆德拉、玛格丽特·杜拉斯、罗伯·格里耶是
好作家，但不是大作家，这些作家缺乏真正意义上

的大作品，他所谓的大作品是指《百年孤独》、《战
争与和平》、《大师和〈玛格丽特〉》以及《双城
记》、《大卫·科波菲尔》和《荒凉山庄》等 ( 洪治
纲《余华评传》，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第 220 页) 。也许在余华看来，这些大作品具有
超越性，超越民族，超越时代，具有普世价值，其中

蕴含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余华的小说作品，不
管是前期描摹幻觉世界的作品，还是后期描述现

实世界的作品，都是如此，都注重人性与人的生存

困境的揭示，并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文学

世界。

余华是一位拥有知识分子道义责任的作家，

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其诸多小说作

品充满了浓厚的人文关怀。他认为: “作家必须
保持始终如一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

所有的美德，必须和他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恶习分

开。在现实中，作家可以谎话连篇，可以满不在
乎，可以自私、无聊和沾沾自喜;可是在写作中，作
家必须是真诚的，是严肃认真的，同时又是通情达

理和满怀同情与怜悯之心的;只有这样，作家的智

慧才能够在漫长的长篇小说写作中，不受到任何

伤害。”(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
出版社，1998 年，第 185 页) 。他把作家在现实中
的说谎与在作品中的诚实区别开来具有重要的意

义，突出了小说作品作为精神产品的重要性。在
他看来，作家在生活中说谎，由于特定的听众和特

定的时间与空间，谎言传播范围有限;然而作家在

作品中不诚实就不然，小说作品突破一定时间与

空间的限制而广为传播，并可能由此带来难以预

料的巨大负面影响，因此作家“诚实”十分必要。
这里的“诚实”是求真向善，它意味着作家应该拥
有“通情达理和满怀同情与怜悯之心”，应该拥有
人道主义情怀，这是与“瞒和骗”绝然相反的创作
态度。余华笔下的幻觉世界突出“人”本身，把人
性的恶全然撕开; 其笔下的现实世界突出“人与
社会”的关系，全面揭示人的生存困境，然而不管
是幻觉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作家都融入自己浓厚

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现自己对生命的高度重视，体

现了作家博大的人文情怀。

《第七天》:真与幻的变奏曲

谢文兴
(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在文学创作上，余华从来不安分，他的创作一

直处于变动中，且常变常新。当代的很多作家在
写作上都有或显或隐的自我重复，余华则很少自

我重复，相反，他常常进行自我颠覆与自我反叛。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活着》，从《活着》到《兄
弟》，从《兄弟》再到其新作《第七天》，我们都可以
看到余华的探索与突破。《第七天》也是他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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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求新求变的结果。在这部作品中，余华以亡
灵杨飞为叙事主人公，谱写了一出众象杂糅，真实

与虚幻交织穿插的叙述变奏曲，从中我们可以看

到余华在创作上的延续与突破，也可以看到他的

困境与尴尬。

一

在《第七天》中，余华着力刻画了真实世界和
虚幻世界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对真实世界的叙
述中，余华主要着力于对苦难生活、社会现实、世
味百态进行书写，其叙述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和批判性，几乎达到了贴着社会现实跟踪追诉的

地步。在对虚幻世界的叙述中，余华则从死者世
界着手，针对人死之后的彼岸世界进行叙述，语言

幽默荒诞，叙述中常透露着温情。
在余华笔下，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看起来是

对立的，但它们却又不是全然对立的。相反，它们
时常交织，裹挟在一起。这让《第七天》看起来真
实中不乏虚幻与荒诞，而虚幻中又常凸显真实。
在真实与虚幻之间，余华的叙述是朦胧、隐约而又
含混的。
《第七天》是从虚幻世界切入到真实世界的，
杨飞死后孑然独行，走出出租屋，前往火葬场，叙

述就此展开。余华借助亡灵杨飞的叙述把叙述从
死者世界引入到现实世界，从虚幻引向真实，接着

他又把叙述从真实世界引入到虚幻世界，如此往

复，而叙述则在真实与虚幻之间来回穿插，进而呈

现出一种真实与虚幻交织，死者叙述与生者言说

变奏的美学效果。
在真与幻的叙述变奏中，余华通过死者杨飞

之口或其他人之口，呈现了暴力拆迁、鼠族生活、
高昂墓地、毒大米、冤假错案，买肾卖肾等残酷而
又怪诞的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他又呈现了残酷现
实背后温情的一面: 如杨飞与养父杨金彪的父子

深情，鼠妹和男友的辛酸爱情，李月珍与杨飞的

“母子”情等;同时他还叙述了死者杨飞在虚幻的
亡灵世界的见闻与感受，描绘出一个虚幻美妙、人
人死而平等的世界———死无葬身之地，其中骨骼
下棋、骨骼们对话等场面，充满荒诞性和喜剧性。
亡灵世界的平等相处、互相帮助，都在残酷的叙述
中带给了读者温暖。

《第七天》中，死者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回
顾、评述、交谈，他们谈过往、谈墓地、谈安葬、谈大
千世界，芸芸众生，充满现实感。而生者世界却也
并不缺少虚幻与荒诞，那里骨灰盒和寿衣分等级，

价格各异;市长突然去世，流传着官方和民间两个

迥然不同的版本;扫黄打非，抓获的卖淫女子里面

竟然有一个是男儿身; 死去的警察父母为儿子争

取烈士名额上访，“每年都能享受到只有领导们
才能享受到的公款旅游”; 医院太平间塌陷的天
坑“像是事先用圆规画好的”，“过去的井也没有
这么圆”。余华将叙述的界限打破了，这让《第七
天》的叙述虚实缠绕。它看起来是写虚的，但是
它呈现的真实却是余华其他的作品难以达到的，

它成了余华所有作品中离现实最近的。它看起来
是写实的，然而其呈现的方式却又和虚幻有着莫

大的关系。
虚幻世界充满温情，充满友爱，是美好的。在

这里，警察张刚和李姓男子再无仇恨，他们嬉笑着

下棋，谈天说地，比朋友还要好; 谭家鑫一家快乐

地在一起，他“不再愁容不展，而是笑容满面”，他
们快乐地做着生意，再也“没有公安、消防、卫生、
工商、这些部门”找上门; 骨骼们快乐地吃着喝
着，充满欢声笑语，他们再也不用担心离去的世界

里的毒大米、毒奶粉、毒馒头、假鸡蛋、皮革奶、石
膏面条、化学火锅、大便臭豆腐、苏丹红和地沟油。
而死无葬身之地“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
盛，树枝上结满了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

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在那里树
叶会招手，石头会微笑，水会向人问候，“那里没
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
人死而平等”。在虚幻世界里，在余华笔下，死无
葬身之地仿若现实世界中的“香格里拉”，充满了
理想的意味。而身处其间的亡灵们的情义比之亲
邻更为友好，杨飞行走其间也不觉得怕，读者读着

没有恐惧，反而能从中体会到默默温情。
在小说中擅于描摹虚幻场景的作家并不少，

马尔克斯、莫言等作家都是个中好手，但无疑，余
华的描写是颇为独特的。同是写虚幻，余华的写
法与马尔克斯和莫言的写法就有很大区别。余华
笔下的虚幻世界既无需打通人鬼界限，又不需要

惊惧或是幻象的帮衬。在余华笔下虚幻世界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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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惊惧，也无悲伤，在死无葬身之地亡灵和睦，

没有仇恨，也少欲望，一切都那么美好，原本恐怖

可憎的死亡世界变成了洋溢着温情的“理想国”，
它似乎比现实世界更为可爱。在这里，我们传统
观念里的亡灵世界之可怖可怕，荡然无存，传统观

念里面的“好死不如赖活”也得到了颠覆。
《第七天》里，活着比死亡更痛苦，更绝望，死
亡比活着更幸福，更惬意; 现实比虚幻更荒诞，更

匪夷所思，而虚幻又似乎比现实更真实，更温暖。
余华的笔下，活着与死亡、真实与虚幻的关系被倒
置了，我们的固有观念也被颠覆了。余华是以
“先锋”的姿态登上文坛的，颠覆与反叛对他来说
已经不是第一次，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第七天》
和余华的其他先锋之作一样，是余华的一种企图

冲破自我、超越自我的尝试。

二

《第七天》的叙事在真实与虚幻，死者言说与
生者话语之间转换、变奏，呈现出一种具有音乐节
奏般的，充满诗性的美学效果。余华非常喜爱音
乐，曾写了《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一书，探讨自
己的写作与音乐的关系。他醉心于音乐的叙述，
对交响曲钟爱有加，并渴望写出交响曲般的作品，

《第七天》也展现出了他在这方面的追求。但是
《第七天》不是，也很难是“交响曲”般的作品，它
在某些方面具有了“交响曲”的形，但离恢弘大
气、多声部共奏，协奏的“交响曲”还有一段距离，
它只是一首叙述变奏曲。从《第七天》中我们可
以看到余华在写作中涌现出的新质与变化，也可

以看到他暴露的问题及缺陷。
在余华的作品中，《第七天》的篇幅并不算

长，它全文约十三万字，在篇幅上仅相当于《兄
弟》的四分之一，比《活着》的篇幅也要短一些。
然而，在这不算长的篇幅里余华想要书写的事件，

想要表现的内容却是远远超过余华其他作品的。
在《第七天》中，他既要时时进行真实世界与虚幻
世界的叙述转换和叙述变奏，又想把当下的社会

百态都收入囊中。因此，从暴力拆迁到墓地费用
高昂，从鼠族生活到偷肾卖肾，从丢婴弃婴到瞒报

死亡人数，从现实世界到死亡世界，从死者到生

者，一系列的东西都成了余华的书写对象。

余华选择了杨飞死后的七天这一段时间作为

叙事时间，这既与《圣经》中《创世纪》的开篇方式
相关联，又暗合了中国民间头七的说法。在这七
天当中，余华叙述了一系列的事件，每一天当中，

他叙述的事情都不相同，有时他还在极短的叙事

时间内叙述了多件事，而每件事的关注点和侧重

点又有所不同。除掉众多的主要叙述事件之外，
《第七天》还有许多零星的分支叙事，甚至是新闻
评论、新闻事件等。余华采用了一个开放式的结
构把诸多的叙事和其他元素整合在一起，借助杨

飞的游荡经历，采用倒叙方式，由死入生，又由生

入死。把现实与虚幻，荒诞与真实都容纳其间，
《第七天》简短的篇幅想要容纳的是百科全书，甚
至连百科全书都难以容纳的内容，从中，我们是不

难看出余华在写作上的雄心壮志的。
然而，《第七天》毕竟不是，也很难是百科全

书式的作品。由于有太多想要表达的东西，有太
多不同的主题与思想，《第七天》的叙事不断受到
冲击，不断被打断。一件事情的叙述没有完结，没
有挖掘深刻，另一件事情的叙述接踵而至，太多事

件和材料的堆砌，冲击了《第七天》原有的叙事链
条和叙事框架。这让《第七天》中原本可以向深
处挖掘的一系列事件，变成了事件的拼贴与展览，

让有些原本很好的素材，被处理得像新闻报道一

样平面化、简约化，缺少了应有的深度和力度。
在叙述中，如果叙述的事件、出场的人物数量

增加了，而人物的生动性、精神的丰富性、作品的
思想性却没有相应的提升，这对作品而言无疑是

有伤害的。《第七天》无论是出场的人物数量、叙
述的事件在余华作品当中都是比较多的。然而，
在《第七天》中大多数人物形象都是比较单薄的，
甚至是小说的叙述主人公杨飞也是单薄的。杨飞
像是一个晃荡的导游，带着我们穿梭于现实与虚

幻当中，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只是陈述而不作任何

评论。他带着我们看虚幻世界，又给我们讲现实
世界，除了见到父亲及李青等人他偶有反应之外，

绝大多数情况下他既无喜乐，也无哀伤，而是像一

个偶人，对死亡悲伤、喜怒哀乐、苦难沉痛，他几乎
没有触动。他见证了诸多的苦难，听了众多的生
离死别的事，但他都是几乎没有反应的。他是麻
木而又恣睢的。在他的身上我们很难看得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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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透过杨飞，我们也很难想象得出，余华透过杨

飞这一形象想要传达的是什么。难道，他仅仅只
是个“导游”? 他的任务只是带我们看完苦难或
是看完事件? 展览一结束，他的使命也终结了?

在福贵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活着的韧性，在许三观

身上我们能够看得到人性的光辉，在杨飞身上，我

们能看到什么呢? 在《第七天》中，作为叙述主人
公的杨飞的形象尚且如此单薄，其他人物就更单

薄了，他们多成为了叙述的陪衬，像一个个“纸
人”，被余华驱之则来，挥之则去，大多失去了生
命的热力和活力。因此，看完《第七天》的人像展
览和事件展览之后，我们很难说有什么人或什么

事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在叙事时间之内，余华常借助虚幻世界和真

实世界这两个叙事空间，进行叙事时空的交替与

转换，这让《第七天》出现了真实世界没有写深
刻，流于浮泛，给读者以匆匆而就，事件拼贴之感。
而虚幻世界的叙述也没有处理好，想象有时流于

平淡无奇之中。想要容纳的东西太多而文本的空
间又太少，导致了《第七天》的叙述趋于表面化和
浅显化。它一方面读起来毫不费力，太过于“好
读”;另一方面又削弱了其震撼人心的效果和引
人深思的力量，让原本给人冲击，令人震撼的小说

变得和市场上的通俗文学没有了太大的区别，这

对于对作品充满期待的读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

伤害。
素材处理的平面化和浅显化，近似于新闻报

道式的叙述让《第七天》的表述有时看起来很“简
陋”。余华是这样叙述杨飞人生的低谷期的: “那
个时刻我走在人生的低谷里。妻子早就离我而
去，一年多前父亲患了不治之症，为了给父亲治

病，为了照顾病痛中的父亲，我辞去工作，在医院

附近买下一个小店铺。后来父亲不辞而别，消失
在茫茫人海里。我出让店铺，住进廉价的出租屋，
大海捞针似的寻找我的父亲。”读到类似这样的
段落与词句时，我们很难想象得出这就是余华

“七年磨一剑”后的作品。面对这样的几乎没有
感情色彩的，像记流水账一样的文字和段落的时

候，我们也很难说其到底具有多大的文学性和感

染力。然而，这样的段落在《第七天》中并不少。
为了涵盖更多的内容，展现更多的事件，余华不停

地压缩叙事空间，这让《第七天》很多地方丧失掉
了细节的魅力。像《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
三观卖血记》等作品当中细节描摹的魅力在《第
七天》大大减弱了。在细节魅力减弱，人物形象
趋于扁平的同时，《第七天》还出现了一些煽情的
桥段，像其中公司男子向李青求婚的片段，仿佛给

人看偶像剧或琼瑶剧之感。而小说中类似于“他
们说的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之类的语言，几乎
就是来自于网络语言。而《第七天》中大量的叙
事也几乎就是新闻报道的重新出炉与翻版。
新闻报道并非不能写进小说，文学史上，将社

会新闻改写成为文学经典的例子比比皆是。同样
是取材于新闻，司汤达的《红与黑》对于一个新闻
事件的改写就触碰到了一个时代的阵痛，托尔斯

泰的《复活》则写出了人的良知与灵魂的救赎，它
们都成为了超越时空的经典。如果小说对新闻报
道的应用并未比新闻报道高明多少，而只是以事

件的堆砌来代替了对生活的思考，那么这样的小

说在艺术价值上是会大打折扣的。因为读者希望
读到的并不是新闻的翻版再串烧，至少读者对余

华小说的期待是这样。
《第七天》写了诸多的与新闻事件相类似的
事件。然而可惜的是余华没有对其中的事件进行
深入的剖析与挖掘。他的叙述多是浮光掠影式
的。并没有深入事件的核心或人物的灵魂内部。
小说中无论是暴力拆迁还是死婴弃婴等事件本来

都可以大做文章，然而余华却匆匆而就，其叙述并

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大印象。新闻报道能给人留下
短暂的印象与冲击，但是我们很难说其能有长远

的生命力。文学性是文学作品存在的重要根据之
一，对于《第七天》也一样。文学作品离开了文学
性我们很难说其还能留下什么，而新闻报道式的

故事罗列、语言修辞的粗糙、动人细节的简单处
理、人物对白的简单化，无疑都对《第七天》的文
学性与感染力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而这些，都和《第七天》的结构方式、呈现方

式、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叙述转换方式有关。
余华的叙述在真实与虚幻中颠簸、切换，它止步于
变奏，而并没有呈现出交响曲般恢弘宏大、多声部
奏鸣的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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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七天》中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叙事变
奏和叙事转换，给余华的写作带来了突破，同时也

给《第七天》带来了缺陷和局限。其间体现出的
余华的思想也是矛盾而又复杂的，一定意义上它

也体现出了余华在创作上的困境与尴尬。
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这两个不同的叙事空间

的设置，让余华的叙事能在真实与虚幻之间随意

往来，任意穿梭。它在给余华带来叙事突破的同
时也严重束缚了余华的手脚。无论是苦难、死亡，
抑或是温情都是余华擅长写作的题材，余华常常

能用最简短，最有力的文字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由于太多新闻事件的植入，有太多的人和事需要

写，余华原本最擅长的诸多叙述都不得不让步于

事件、人物，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转换。以亡灵
为叙述主人公，让余华的叙述无论是在生者世界

或是死者世界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由于叙述视
角的限制，频繁的叙述变奏与叙述转换，太多的见

闻、感受和回忆的冲击，亡灵杨飞既不能把生者世
界讲得很透彻，同样也很难把死者世界叙述得纤

毫毕现。作为亡灵，杨飞对于现实世界的叙述局
限在了他的回忆或所见所闻所感之中，他很难摆

脱亡灵这一身份，叙述超出自己身份的事情。作
为新近的死者，杨飞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亡灵世界

的认知也驻足于耳闻目染，他的叙述也非常有限。
所以杨飞不可能很好地叙述现实世界，也很难完

美地叙述虚幻世界。
在《第七天》变奏而不协奏的叙事下所体现

出来的余华的思想也是暧昧、矛盾而又纠结的。
由于现实审查制度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余华不

可能把现实世界“撕开写”，直观展现，秉笔直书。
于是，他采取了迂回突进的方式切入现实，进行叙

述，把对现实的批判、关照和洞悉隐身于荒诞、虚
幻之中，这对于《第七天》批判的力度和强度都是
有所损耗的。其间所体现出的余华的思想是复
杂、暧昧而又含混的。一方面他在叙述现实的残
酷、苦难与荒诞时不愿抹去现实世界的温情和亮
色;另一方面，在叙述虚幻世界的美好时他又谈及

了其间的不美好:如亡灵火化也要分等级，区别对

待，死无葬身之地的骨骼们却也有着墓地栖身的

欲念与梦想。他一方面对社会的怪诞现象与乱
象，通过新闻报道式的展览，力行展露与批判，另

一方面他又大肆渲染死无葬身之地的美好，将其

刻画为一个美好的，令人向往的乌托邦。但是当
杨飞见到挚爱他的养父杨金彪时，杨金彪口中说

的:“我在这里每天都想见到你，可是我不想这么
快就见到你。”让我们知道死者世界并不如想象
中的美好，生者世界即便是有千般不是，但是杨金

彪也不希望养子杨飞早早就离开。死无葬身之地
无论是环境还是人都充满美好，无贫贱富贵之分，

人人死而平等，似乎是无比美好的，然而那里的骨

骼们其实大多都是贫贱之辈，他们都希望有墓地，

有安息的渴望。由此看来，所谓美好的死无葬身
之地也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幻影，是骨骼们的一

个自我慰藉之地，它不过是一个幻象，是余华纠结

的情怀的一种外化表现。
暧昧模糊的叙述背后，我们很难说得清余华

具体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是对现实的不满与批
判? 是回炉的新闻串烧? 是骨骼们的自我慰藉?

是生者寄寓死者的希望? 是社会的现实直录? 是

虚幻世界的美妙幻象? 余华好像叙述了很多，好

像又叙述得很少。在《第七天》中，余华想表现的
东西很多，但我们很难确切地说它被表现好了什

么，它好像讲了很多，但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给

人以震撼、冲击和启迪的东西好像又很少。太多
事件的堆积，挤走了美的踪影和余华想要诉说的

主题。
从《第七天》中我们也很难看出余华宣扬的

是什么，倡导的又是什么，郜元宝说: “我们确实
很难断定余华对自己笔下的苦难人生究竟有怎样

的想法和感受。事实上，余华越是将人间的苦难
铺陈得淋漓尽致，他寄寓其中的苦难意识就越是

趋于某种令人费解的缄默和暧昧，余华的小说刻

意延迟、回避甚至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和人生苦
难明确的价值判断和情感渗透。作者似乎从那阴
惨恐怖的画面中抽身隐退了，他在读者眼前留下

的面影实在过于朦胧”( 郜元宝《另一种权力》，石
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65 页) 。读完
《第七天》我们看不到，也很难断定余华对现实世
界和虚幻世界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死亡世界
才好，现实世界不好? 好像是这样，好像又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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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现实世界好，死亡世界不好? 好像也不尽然。
余华的叙述是朦胧模糊而又含混的，而写作《第
七天》的余华的思想无疑也是含混的。从《第七
天》中我们很难看得出余华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
向，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朦胧模糊的文本。
叙述上与思想上的含混、暧昧，真实世界与虚

幻世界的交织缠绕、变奏转换，让《第七天》既没
有写出现代社会中生无处可逃，生在夹缝中，处在

苦难里的生存尴尬，也没有写出死无葬身之地的

深沉悲哀。《第七天》既没有很好地展现出当代
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又没有很好地写出虚幻世

界的幻象与美好。最后《第七天》本身也变成了
一个尴尬的存在。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中余
华曾写道:“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源于和现实的
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
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到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

己变得纯粹。”《第七天》与现实的关系也是紧张
的，余华想写虚幻却又放不下对现实的敏感，想写

真实又很难完全放开手脚。写作《第七天》的余
华是尴尬的、紧张的、分裂的。他一方面敏感于现
代社会的现状，对其产生不满与怀疑，另一方面他

又并不认为所谓的虚幻世界是美好的。
《第七天》腰封上的两段话很好地反应了余
华的写作尴尬。余华说: “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
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
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

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又
说“与现实的荒诞性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
见大巫”。写作《第七天》的余华是焦灼的，面对
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他既敏感又无奈，社会现状

姿态万千，洋相百出，贫瘠与富足共存，悲剧与喜

剧并在。社会问题万千，即便是百科全书，电视直
录表现出的也只是社会的一角。《第七天》即使
采用压缩叙事空间，采取“新闻串烧”式的写作，
展现出的也不过是社会的一隅，余华是无奈的。
对于《第七天》中“新闻串烧”式的写作我们

很难说是余华的取巧。但是《第七天》借用了大
量的新闻事件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随着社会的
发展，太多的信息被汇聚，被放大，也被缩小，新闻

事件铺天盖地。怎么取舍，新闻材料怎么应用便
成了问题。新闻材料并不是不能用于作家写作

中，但是对于作家而言社会体验和社会经验也很

重要，新闻报道不应该代替作家的社会经验与社

会体验，毕竟，网络新闻不等同于作家的现实经

验。把新闻报道当作社会经验的写作无疑是危
险的。
把当下的社会问题沉潜含玩，提炼成永恒的

命题才是当下作家应该做的，也是余华这样的作

家应该做的。急匆匆地拥抱当下、拥抱社会现实，
着眼于现实与技法的作品也许红得了一时，但想

要成为穿越时空的经典，无疑是很难的。但无论
如何，《第七天》在字里行间也体现了余华作为一
个作家的良知、真诚与责任，对社会阵痛的展览也
未必不能引起疗救。更何况，《第七天》为余华今
后的写作提供了更多的倾向性与可能性，因此，对

余华的下一部作品，我不无期待。

时代寓言与“叙述”的后现代

———从余华的小说《兄弟》说起

徐 勇
(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一

看过小说《兄弟》( 余华) 的读者，大概很少无
动于衷于小说中夸张、滑稽、搞笑的场面描写以及
放肆的语言暴力，而对于许多严肃的批评家或那

些对余华有所期待的读者，则可能大失所望。实
际情况却是，越是专业的批评和善意的讽刺，越是

促成了小说销量的直线飚升，这既出人意料之外

也在意料之中。无独有偶的是，在此之前有一个
叫做“馒头事件”的，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其
内容无非是对陈凯歌拍摄的电影《无极》的恶意
讽刺和肆意歪曲，但这种恶搞似乎并没有给陈凯

歌带来什么损失，反而使得电影票房持续上涨。
这里把电影《无极》和《兄弟》放在一起，或许

不伦不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背后有很多值得

注意的问题。首先是这两个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乃至 90 年代初一直都是把自己视为精英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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